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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路径”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第二次论战”的再思考∗

陈小屋∗∗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

战”存在误解,实质上这场论战围绕如何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概括

展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信奉者分别构建了不同形态的国

际关系理论.“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哲理性思想,它由一系

列有关国际关系且彼此间密切联系的普遍性命题构成,其重点是展

示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思考;“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

简洁的理论模型,它由一整套彼此联系且清晰扼要的假说组成,其重

点是揭示特定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和内在逻辑.两种形态的理论各

有特殊价值,难以相互取代.“科学路径”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离不开

“经典路径”的思维工具,这有助于破除以单一的实证主义标准来衡

量理论合理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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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以理论构建为主要导向的学科,国
际关系理论不仅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框架,而且是

展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基本态势的一个重要窗口.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学

科的发展往往以大论战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比较著名的论战包括: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典路径”
(classicalapproach)与“科学路径”(scientificapproach)的论战;冷战结束前后

发生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的论战.虽然这

些论战的具体议题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参与了这几次论战的国际关系研

究者都试图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属性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进行讨论,探
明研究国际关系的合适路径,进而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①

在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史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生在“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

德利布尔(HedleyBull)和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之间的“第二次论战”(“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论战)具有重要意

义.由于这场论战在当时进行得不够彻底,以及论战双方使用一系列关键性

概念时存在明显歧义,学界对“第二次论战”的认知存在许多误解.② 在此背景

下,有必要回到“第二次论战”的原始文本,对论战的核心问题加以说明,并通

过对既往研究的梳理,澄清论战的本质.确切地说,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
二次论战”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的构建路径,“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
代表了两种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概括的方式.虽然卡普兰是论战的直

接参与者,但是“科学路径”的理论观直到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Waltz)出
版«国际政治理论»后才得到系统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沃尔兹才是与布尔在

同一层级上就理论化路径问题进行对话的学者.
对“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代表人物重要文本的研究将揭示出两种路径

所体现的理论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含义是什么? 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如何

影响了理论的形态? 构建理论依赖何种思维方法? 理论服务于怎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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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几次重要的理论论战的讨论,参见 OleWaever,“TheRiseandFallofInterＧ
ParadigmDebate,”inSteveSmith,KenBooth,andMarysiaZalewski,eds．,InternationalTheory:PositivＧ
ismandBeyon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６,pp．１５０Ｇ１６４.

学界对“第二次论战”的误解,参见 RichardB．Finnega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Disputed
SearchforMethod,”TheReviewofPolitics,Vol．３４,No．１,１９７２,pp．４０Ｇ６７;SimonCurtisandKoivisto
Marjo,“TowardsaSecond‘SecondDebate’? Rethink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ceandHistoryin
InternationalTheory,”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４,No．４,２０１０,pp．４３３Ｇ４５６.国内学界对“第二次论

战”的代表性观点,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０—
１１８页.



按照“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在现代

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和地位,无法相互替代;而“科学路径”在构

建理论的过程中,将历史上那些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思想作为其构建理论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来源,离不开对“经典路径”思维工具的运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后,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逐渐占据了非常

明显的优势,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第二次论战”,有助于破除那种将实证科学

标准作为衡量理论合理性的唯一标准的理念,从而正视“经典路径”在当代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意义.

一、“第二次论战”的本质

在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的“第二次论战”是
在“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两者间展开的,这场争论的核心是究竟采取哪一

种路径才能够构建出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① 由于这场争论当时进行得很不

彻底且双方在一些关键性概念上存在明显歧义,国际关系学界迄今对这场论

战的认识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国内学界的主要问题在于将论战简单化,将
这场争论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国际学界的主

要问题则在于将这场论战哲学化,重点关注这两种路径的认识论基础,但却忽

略了导致这场论战的实质性问题.“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争论,是对国

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概括的路径之争,赫德利布尔和肯尼斯沃尔兹的

理论观是“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立场的最典型的代表.②

拥有独立理论是一个学科进入成熟状态的主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独立意识和学科自觉的不断增强,许多国际关系

的研究者(尤其是英语国家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理论构建的领域,希望

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及不断进步来增强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地位.③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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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tephenGeorge,“TheReconciliationofthe‘Classical’and‘Scientific’Approaches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ennium,Vol．５,No．１,１９７６,pp．２８Ｇ４０．

布尔对“经典路径”和沃尔兹对“科学路径”内涵的集中阐述,参见 HedleyBull,“InternationalTheＧ
ory:TheCaseforaClassicalApproach,”WorldPolitics,Vol．１８,No．３,１９６６,pp．３６１Ｇ３７７;Kenneth
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Boston:AddisonＧWesley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７９,pp．１Ｇ１７．

NicolasGuilhot,ed．,TheInvention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Realism,theRockefeller
Foundation,andthe１９５４ConferenceonThe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Tim
Dunne,InventingInternationalSociety:AHistoryoftheEnglishSchool,Hampshire:PalgraveMacmilＧ
lan,１９９８,pp．８９Ｇ１０７．



此背景下,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国际关系学科中形成了两种日渐分明的构建

理论的途径:一种是“经典路径”,这派学者力图按照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方式来

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其具体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一种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

的哲理性思想;另一种是“科学路径”,这派学者不满足于传统的理论构建方

式,而是试图将(科学)实证主义者倡导的那种已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取

得巨大成功的构建(自然科学)理论的路径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以期最终

构建出一种能够揭示国际关系领域普遍规律的理论.①

基于对科学主义的坚定信仰、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地位及学界与政界

密切互动的制度条件,美国学界率先出现了一批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从

事政策研究和理论构建的学者,“科学路径”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主

导性的理论化路径.② 相对美国而言,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政治、文化和制

度的环境上有很强的独立性,“科学路径”在战后英国学界始终没有占据统治

地位,这也使那种坚持以“经典路径”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传统在英国

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英国学派”的几个代表人

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

翰文森特(JohnVincent).③ 随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之间的分野日趋

明显,两种路径间最终发生正面交锋:１９６６年,布尔以«国际关系理论:为经典

路径辩护»一文率先提出对“科学路径”的批判,卡普兰随后以«新的大辩论:国
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一文进行回应,这场交锋后来被称为国

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④

“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论战虽然在国际关系学科史上有重要的地

位,但学界针对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却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按照布尔的

１０１

“经典路径”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①

②

③

④

ArendLijphart,“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GreatDebatesandLesserDebates,”InternationＧ
alSocialScienceJournal,Vol．２６,No．１,１９７４,p．１３;MiljaKurkiandColinWight,“InternationalRelations
andSocialScience,”inTimDunne,etal．,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ies:DisciplineandDiversity,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pp．１７Ｇ１８;时殷弘:«导读»,载〔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

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vi—viii页.
美国特有的政治和学术环境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参见StanleyHoffmann,“AnAmerican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Daedalus,Vol．１０６,No．３,１９７７,pp．４５Ｇ５０.
TimDunne,InventingInternationalSociety:AHistoryoftheEnglishSchool,pp．１６３Ｇ１６５;英国

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传统,参见SteveSmith,“TheDisciplin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StillanAmeriＧ
canSocialScience?”TheBritishJournalof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No．３,２０００,
pp．３９６Ｇ３９９.　

两位学者的交锋,参见 HedleyBull,“InternationalTheory:TheCaseforaClassicalApproach,”
pp．３６１Ｇ３７７;MortonA．Kaplan,“TheNewGreatDebate:TraditionalismVs．ScienceinInternationalRelaＧ
tions,”WorldPolitics,Vol．１９,No．１,１９６６,pp．１Ｇ２０.



界定,“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是指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的两种不

同路径,即争论的核心在于什么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路径.由于这场

争论当时进行得很不彻底且双方在一些关键性概念上存在明显歧义,导致国

际关系学界迄今为止对这场论战一直存在两种较常见的错误认识:一是将这

场论战归结为研究方法之争;二是将这场论战归结为两种认识论立场之争.

国内学界的主要问题是误解了这场论战的本质,即把理论的两种构建路径之

争当成是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之争;国际学界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将重点主要

放在对这场论战的哲学根源的考察上,因而往往忽略了这场论战的核心.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往往将“第二次论战”简单归结为具

体的研究方法之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种争论往往被进一步简化为以历

史研究为代表的传统方法和以数据分析为代表的科学方法间的争论,在此过

程中,“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还被有意或无意地作为某种同义词互换使用,进
一步将这场争论概括为“方法论”之争.① 这种理解有两方面问题:首先,这种

理解混淆了理论化路径(approach)与具体研究方法(method)的区别.理论化

路径着眼于对国际关系进行必要的抽象和概括,其目的就是为理解复杂的国

际关系提供一幅相对简明的地图(即理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具体研究方

法则是指研究者围绕具体的研究对象采取的组织材料和分析材料的技术,所
选取的技术受到研究对象性质的制约,这种技术通常也经常发生变化.② 具体

研究方法包括(但远不限于)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文本分析法、测量统计法

等;③其次,这种理解还混淆了“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两者并不等同.

方法论是具体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逻辑(logicofinquiry),探讨方法论的目的

是揭示研究的思维过程,从而为研究扫除障碍.因此,方法论不是研究方法的

综合,不能直接应用于具体的问题,而是一种对研究逻辑的澄清.④ 由于分类

标准不一,方法论具有丰富内涵,例如,从获取认识的思维方法的角度,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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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１１６—１１８页;石贤泽:«“大辩论”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自我

意象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３９页;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启

示»,«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４年第９期,第１３８页.
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参见PatrickThaddeusJackson,TheConductofInquiry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ImplicationsfortheStudyof WorldPolitic,London:RoutＧ
ledge,２０１１,pp．２５Ｇ２６.

SandraHalperinandOliverHeath,PoliticalResearch:MethodsandPracticalSkills,Oxford:OxＧ
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Part３．

对方法论的讨论,参见 RichardLittle,“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theMethodologicalTurn,”PoＧ
liticalStudies,Vol．３９,No．３,１９９１,p．４６４.



整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holism)和个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从实证主义推论逻辑角度,可分为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inＧ
ference)和因果性推论(causalinference)等.①

国内学界之所以将“第二次论战”理解为方法论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西方学界的影响,因为有许多西方学者在概括这场论战的两种立场时都使用

了“方法论”一词.但是,这些学者使用的“方法论”往往是有两种指代:一是指

分析具体问题时的研究方法,二是指理论建构的路径.前者认为“经典路径”

和“科学路径”分别代表了侧重“特殊性”(idiographic)和侧重“一般性”(nomoＧ
thetic)的两种研究取向,即“经典路径”注重对特定事件的研究,“科学路径”注
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②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将理论化路径和研究方法混为

一谈,并且将“经典路径”等同于历史研究.事实上,“第二次论战”并非针对具

体的问题领域,而是针对国际关系进行一般性概括的理论建构途径,而且“经
典路径”的内涵也不只限于历史研究.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识到“第二次

论战”的实质是理论化路径之争,但坚持用“方法”来表述构建理论的路径,进
而将“第二次论战”简单地称之为“方法论之争”.③ 为避免出现理解上的歧义,

后文中将统一采用“路径”一词来表示构建理论的方式.

西方学界对“第二次论战”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还在于过分关注这两种路

径分歧的哲学根源,以至忽视了这场论战的实质问题.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将

“第二次论战”看作是认识论立场之争,即是在“经典路径”代表的有限理性论

和“科学路径”代表的无限理性论间的争论,两种认识论奠定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期间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争论的思想基础.④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

如果对“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挖掘,两种路径确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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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是一切行为的最终载体,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从个体行为处着眼;整
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由个体组成的体系拥有相对于个体的独立性,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能还原至个体,而需

要着眼于整体,参见SandraHalperinandOliverHeath,PoliticalResearch:MethodsandPracticalSkills,
pp．８０Ｇ８２;对描述性推论和因果性推论的阐述,参见 GaryKing,etal．,DesigningSocial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intheQualitativeResearch,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

SimonCurtisandKoivistoMarjo,“TowardsaSecond‘SecondDebate’? RethinkingtheRelationＧ
shipbetweenScienceandHistoryinInternationalTheory,”p．４３７．

用“方法论之争”或“方法之争”代指理论化路径争论的研究,参见 TimDunne,InventingInternaＧ
tionalSociety:AHistoryoftheEnglishSchool,p．１２４;ToniErskine,“Normative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inTimDunne,etal．,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ies:DisciplineandDiversity,pp．４０Ｇ４１;
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Society,”pp．１６Ｇ１８.

国际学界对“第二次论战”的哲学化理解,参见EmmanuelNavon,“The‘ThirdDebate’Revisited,”
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２７,No．４,２００１,pp．６１４Ｇ６２１.



在着不同的认识论立场.但问题是,实际参与“第二次论战”的双方都没有对

认识论问题进行探讨,激发布尔对“科学路径”进行批评的,事实上是一个很具

体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概括.将“第二次论战”归结为

认识论之争将问题复杂化,没能准确把握这场论战的实质.
中外学界对“第二次论战”的这些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争论在当

时进行得不够彻底造成的.布尔探讨的“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实质上是对

“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的路径”,其运用范围针对的是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这一

特定领域.① 由于对“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
信奉者因而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从整体上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的逻辑.布尔

批评的其实是“科学路径”构建理论的方式,而他提及模型建构、数据测量之类

的具体方法,目的是说明采用这些方法根本无法得到“科学路径”期望的那种

理论.国际关系理论而非具体研究方法才是布尔的关注点.② 遗憾的是,在卡

普兰对布尔的回应中,他没有将研究方法和理论化路径区分开来,而是认为布

尔批评的主要是“研究国际政治的科学方法”,即是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研究

的一般方法.而这意味着相比于探讨理论的性质,卡普兰更关注具体的研究

方法.③ 由于卡普兰对布尔的回应只是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同时,也忽视了布

尔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质的讨论.因此,“第二次论战”事实上是一场错位的争

论,当回应方没有对发问方的质疑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时,就不难解释为什么

后人对这场论战会误解丛生了.
真正从“科学路径”的角度对布尔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

性质及什么是构建理论的合适方式)进行讨论的,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

家肯尼斯沃尔兹.虽然从没直接参与过“第二次论战”,但正是沃尔兹在其

«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构建出“科学路径”提倡者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就一直

向往的那种国际关系理论,即以高度简洁抽象的分析模式对国际关系进行解

释的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不仅创立了符合“科学路径”标准的理

论,而且对理论的性质及构建方式进行深入探讨,从“科学路径”的视角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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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leyBull,“InternationalTheory:TheCaseforaClassicalApproach,”p．３６１;JamesL．RichＧ
ardson,“Academic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J．D．B．MillerandR．J．Vincent,eds．,Orderand
Violence,p．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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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pp．１Ｇ２０．卡普兰在文中将“路径”和“方法”视为同义词,他对布尔的理解见第１页,对“路径”和“方
法”的混用见第１２页.



布尔提出的实质性问题.①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尔兹才是与布尔在同一层

级上围绕理论化路径进行对话的学者,是“科学路径”一方姗姗来迟的代表.

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研究本质上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科学路径”也成为

衡量国际关系理论合法性的首要甚至唯一的标准,这往往造成对按照“经典路

径”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恰当的误解和贬低,这种情况从长远看不利于国

际关系理论的健康发展.②

二、“经典路径”的具体内涵

采用“经典路径”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延续了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哲

理性思考这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由于早期学者在各自所处时代中都没有形

成明确的学科自觉,他们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和总结往往散见于所撰写的相关

论述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关系学科日益成熟,“经典路径”阵营中

的许多学者开始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尤其是理论的含义及理论构建的方式)展
开了更清晰的论述.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包括以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

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以及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与雷蒙阿

隆(RaymondAron).③ 按照布尔的界定,“经典路径”是一种“源于史学、哲学

和法学的构建理论的路径,这种路径的首要特征是明确依赖判断力的应用和

一系列前提假定,即如果拘泥于非常严格的验证或检验的标准,那么,便很难

能够对国际关系提出多少有意义的见解;而有关国际关系的任何有普遍性意

义的命题,因此也必定来自一种从科学角度看很不完善的感知或直觉的过程;

与其来源的不完善相对应,这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也只能是尝试性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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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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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１Ｇ１７;需说明的是,沃尔兹未曾参与“第二次

论战”,也未将自己对国际关系理论性质的阐述看作是对布尔的回应.尽管如此,沃尔兹和布尔所关注的问

题和研究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试图阐明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和构建方式.本文所称的布尔与沃尔兹

的“对话”,便是根据这种逻辑上的相通性从分析的角度加以构建的.感谢匿名专家指出这一点.
OleWæver,“WaltzsTheoryofTheory,”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３,No．２,２００９,pp．２０１Ｇ

２０５,２１０;SteveSmith,“TheUnitedStatesandtheDisciplin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HegemonicCounＧ
try,HegemonicDiscipline’,”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４,No．２,２００２,pp．６７Ｇ８５．

霍夫曼师从阿隆,深受其影响,霍夫曼有关研究路径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看法与布尔相似,被称为“美
国的赫德利布尔”,参见 MartinGriffiths,FiftyKeyThink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RoutＧ
ledge,２０００,p．８５;StanleyHoffman,“HedleyBullandHisContribu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Ｇ
nationalAffairs,Vol．６２,No．２,１９８６,pp．１７９Ｇ１９５;RaymondAron,“WhatIsaTheoryofInternationalReＧ
lations,”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２１,No．２,１９６７,pp．１８５Ｇ２０６.



结论性的”.①布尔界定的“经典路径”涉及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什么是国际关

系理论及其理论化对象的本质? 第二,“经典路径”是如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

的? 第三,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目的? 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集中地体

现了“经典路径”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性贡献.
现代西方学术传统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理论的宽泛理解,即传统主义和

现代主义.传统主义者认为的理论等同于哲学,它源于对世界的思考,是一种

智识性知识的积累;现代主义者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将理论看作为一种演绎

体系,这个体系乃是由一系列经过严格定义且变量间关系通常以数学形式表

达的假设构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是一种传统主

义者倡导的理论,即一种哲理性思考意义上的理论.②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

上,首先从“经典路径”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做出明确界定的是马

丁怀特.怀特将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为一种“对国家间关系进行思考的传

统”,这是一种与对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思考的传统(即政治哲学传统)相对应的

传统.在怀特的界定中,理论并非一种对国际关系现象提供解释的一般性分

析框架,而是历史上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国际法学家对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

行思考和分析而产生的哲理性思想.怀特是一位坚守传统的理论研究者,他
对“经典路径”的自信使得他认为没有必要与“科学路径”展开任何争论,因为

以任何“非历史和非哲学路径构建理论是不可想象的”.③

作为怀特的主要继承者,布尔虽然认同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但他

同时也认识到怀特思想中的模糊性和文学性可能违反了现代学术研究对清晰

和准确的要求.因此,布尔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更加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

定义,即国际关系理论是由彼此密切联系的有关国际关系或更宽泛意义上有

关世界政治的一组普遍性命题(generalpropositions)构成的.④ 布尔认为,当
代理论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浩繁的国际关系思想中辨识和抽取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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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leyBull,“InternationalTheory:TheCaseforaClassicalApproach,”p．３６１．
对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种理论观的阐述,参见 RaymondAron,“WhatIsaTheoryof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s,”p．１８６.
怀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参见 Martin 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

HerbertButterfieldandMartinWight,eds．,DiplomaticInvestigations:EssaysintheTheoryofInternaＧ
tionalPolitic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６,p．１７;HedleyBull,“Martin Wightandthe
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GabrieleWightandBrianPorter,eds．,InternationalTheory:The
ThreeTraditions,NewYork:Holmes& Meier,１９９２,p．xi;〔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１２页.

HedleyBull,“Martin Wightandthe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xxii;HedleyBull,
“NewDirectionsi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２７７．



些最具关键意义的命题,使其以明确和清晰的形式展现出来,并且在此基础上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① 布尔对

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实际上继承了怀特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国际关系理

论本质上是有关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这些思考由于充分考察了

国际关系中的矛盾之处和深刻揭示了人类长久面临的两难处境,因而具有浓

厚的思辨色彩,这就使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

“科学路径”支持者推崇的那种自然科学形态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布尔同

时也接受“科学路径”相对于“经典路径”的长处,他试图要改善传统研究中晦

暗复杂的说理.他指出,任何形式的国际关系理论都需要具备连贯和准确的

特征,也就是需要与“与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相一致.②

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之所以总是以哲理性思考为特征,从根本上

说是基于这派学者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任何国际关系研究者都必须面对

这种现实:其研究对象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及其内部关系,这其中包含

了不计其数的变量;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间不仅是主客体关系,甚至是互为因

果性关系;国际形势在研究者试图要进行理论化时全都是瞬息万变的.③ 面对

这样的世界,“经典路径”支持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关注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如
卷帙浩繁的外交细节或时时变动的新闻热点.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

触及有关国际关系的本质性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历史上反复出现且具有持

久意义的,并且在每一代人那里都曾引起激烈争论;要么是可以勾勒出国际关

系的基本轮廓,从而开辟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④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

“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其理论化的重点对象主要是那些历代的国际关系研

究者反复思考和反复概括的有关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⑤

那些历史上反复出现且被反复思考的国际关系中心问题一般具有如下特

征:首先,这类问题具有整体性,对这类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形成一种理

解国际关系的总体性视野,这不仅有助于塑造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议题,而且

还可以为认识国际关系提供全局性思路;其次,除经验性内涵外,这类问题还

包含了规范性内涵,即它们都要涉及对道德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探讨,这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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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通常又是与人类社会应该往何处去的方向密切相关,任何具有人文关

怀的研究者都很难对此弃之不顾.由于不存在客观性答案,这些问题通常被

“科学路径”信奉者排除在外,但“经典路径”信奉者试图以哲学的方式,“从某

种人为的立场来探寻、澄清、表述和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最后,这类问题都

有持续性,在不同时代中往往以不同面目出现,由于反映出人类社会面临的

“永恒难题”,因而会受到历代思想家的普遍重视,这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对权势

与权利、道德与利益、正义与秩序、和平与冲突的考察和审视.①

除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其理论化对象的本质外,“经典路径”还包含对

如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这种思考也正是“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的

核心区别之一.“经典路径”虽然是一种源于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的构建理论

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就是等同于哲学、历史学和法学

的研究,而是指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同源学科”(cognatedisciplines)的思想与方

法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进行探究.② 通过历史理解从历史上国家实践中总结

出经久性教益、运用哲学思辨对那些涉及道德与价值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

寻、借助古今国际法思想分析国家间交往的问题.这种构建理论的路径遵循

了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自然逻辑:国际关系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时间较短,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主要存在于政治哲学家、外交史学家和

国际法学家的相关性论述中,这些思想对构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③

笼统地说,“经典路径”主要有两种构建理论的方式:一是从历史上曾经对相关

中心问题进行过讨论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法的思想中提炼出国际关系理

论;二是从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的多维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以形成有

关中心问题的理论思想.
“经典路径”的理论构建方式之一,就是从历史上那些对中心问题曾进行

过探讨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法的思想中提炼出国际关系理论.怀特曾经

援引托克维尔的话说:“很难相信会有多少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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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遗忘、再发现、再遗忘的过程,当它们再次出现时,世界经常像看待新生事

物一样地感到迷醉和惊讶,这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恰是由于其无知”,

学者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几个世纪以来最富洞察力的学者对道德

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探讨,从而重新揭示出在人类社会相应领域中循环往复的

主要思想,并且将这些思想简化成少数几个思想体系,从而进行比较研究和深

入评判”.① 怀特的思想意味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

从历史上积淀下的国际思想中,找到与中心问题相关的思想,辨明其脉络和假

定,并且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合适的分析体系.在此过程中,“批判”和
“建构”分别是理论研究的次级目标和高级目标:“批判”是指从历史上有关中

心问题的各种相关思想中识别和提出基本假定,对这些假定加以提炼,并进而

在此基础上审视其合理性;“建构”就是指通过辨明这些假定中哪些是有效的

及哪些是无效的,从而争取在合理假定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可靠和较为完

善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②

“经典路径”提出的理论构建的另一有效方式,就是从政治学、历史学、国
际法的多维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以最终形成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

理论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按照这种方式构建的国际关系思想或

理论的最为典型范例(但远远不限于此)不仅有１７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

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两人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理论性思考,而且有１７世

纪荷兰国际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对国家间关系中统一性(solidarity)的分

析,以及１９世纪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对欧洲均势生成机理的揭

示.③ 他们所处时代的学科分野远不如今天这样明朗,所有这些思想家对国际

关系的相关思考往往是融合了他们对价值问题的审视、对历史问题的考察以

及对规范因素的分析,这些维度在哲理层面上都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特点.

这种对国际关系本质进行哲理思考的理论构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代研

究者继承下来.在当代学术分工体系已经十分成熟的背景下,这些研究往往

见于国际关系、国际历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交汇处.例如,从宏观角度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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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间关系变动的常在模式进行分析的国际史研究,结合政治哲学对国际关系

中道德规范问题进行分析的国际政治哲学研究,以及对国际法的思想和实践

进行考察的国际法学史研究.①

对“经典路径”而言,无论是确立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心问题,还
是在此基础上揭示出那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都必须“明确地依赖判断力

的运用”.而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人

们提升对复杂问题的洞察力.用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的话来说,

这是培养一种在最危险和最混沌的情况下发现“真实的微弱模糊的内在光芒”

的能力及一种对复杂情境进行扫视并有效诊断的能力.② 按照“科学路径”构
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要竭力去除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即使不能完

全做到价值无涉至少也应该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价值中立的标准很大程度上

参照了自然科学的做法,同时也是反映了长久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提升社

会科学研究科学性的追求.③ 但问题在于,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可以轻易实现主

客体间分离不同,国际关系研究者的本身也是其研究对象———社会关系———

的一部分,加之其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的高度复杂性,研究者的主观性作用可

能是理解国际关系领域的唯一可靠的智识资源.④ 这正是导致“经典路径”的
学者对“科学路径”进行诟病最主要原因之一,“科学路径”通过对研究程序和

研究方法的强调虽然增强了研究技能,但这种训练在培养对国际关系的感知

力及思想创新性上却是非常贫瘠的,因为这种理论根本上削弱了人们获得及

提升其判断力的主要途径.⑤

国际关系理论的概括对象不仅包括经验事实,还涉及对国际关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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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道德困境之类的规范性问题的探究,这使“经典路径”的信奉者对理论的

进步往往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实现自然科学式的累积

性增长,将长期处于围绕中心问题展开争论的阶段,比追求理论进步更重要

的,是要避免由于忽视前人思想而造成认识退化.① “经典路径”的实践者强调

研究者的中心地位,主张学者直面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通过理论的训练改造并

提升思维能力和判断水平.理解和处理国际关系就如在危险的水域里航行,
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并不是一张穷尽各种危险的引领航向的地图,而
是力图通过提高船员对危险的感知力和洞察力,让他们或许能更安全地渡过

危险的水域.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理论的作用并不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预测

未来的工具,它最多(但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只能使人们通过理论研习增长智

慧,让人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质的改变.② 当然,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

论并不能够保证每一个研习者都能够获得同等水平的洞察力,但几乎可以肯

定的是,任何就那些国际关系中心问题产生了真知灼见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

运用了“经典路径”提供的工具,即便是“科学路径”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

兹在此问题上也不例外.

三、肯尼斯沃尔兹与“经典路径”

肯尼斯沃尔兹是２０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成就最为突出

的理论家,他构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达到前所未有的清晰简洁的程度,
迈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的重要一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４０年来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都是对沃尔兹理论的注脚”.③ 沃尔兹对现代国际关系

理论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在于他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吸引了大批

学者的追随,且更在于他倡导的那种以高度简洁且变量间关系受到严格界定

为主要特征的理论观,几乎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理论科学性的主要参照.④

与他构建的实体性理论相比,沃尔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贡献,是他从

“科学路径”的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构建路径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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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善的答案,这点也使他成为与布尔能够在同一层面上展开实质性对话的

“科学路径”的代言者.① 确切地说,沃尔兹阐述的“科学路径”理论观同样也是

围绕布尔提出的两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理论构建的方式)展开的.
尽管沃尔兹阐述的“科学路径”理论观与布尔阐述的“经典路径”理论观迥然不

同,但若就具体的理论创新实践而言,“科学路径”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同样离

不开对“经典路径”的依赖,这两条路径在长期发展中都吸收了对方的许多

长处.
沃尔兹对理论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迄今为止“科学路径”对国际关系理论

性质的最权威表述.② 沃尔兹阐述的“科学路径”理论观集中体现在«国际政治

理论»一书的前四章中,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一章有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

性质及构建路径的探讨.沃尔兹对理论性质的探讨以对理论和规律的区分作

为开端.他认为,通过检验得到确证的假设可以被称为规律,但规律不是理

论;规律虽然可以揭示变量间的相关性关系,但无法回答这种相关性关系存在

的原因;如果人们希望超越从现象中发现规律的阶段,就必须诉诸理论.理论

正是对规律之所以会出现的解释,说明了变量间的联系为什么会存在.③ 沃尔

兹在阐述理论性质的时反复以物理学理论作为参照.他指出,将理论等同于

规律的做法反映的其实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论观,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推力和

运动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但这种理论观十分初级.他认为,牛顿通过创造质

点、瞬时加速度、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等无法直接观察的抽象概念,通过匀速

直线运动理论对运动做出解释,才构建出“对规律进行解释”的理论.④ 沃尔兹

以物理学理论来阐明他有关国际关系理论本质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了“弱式自

然主义”(weaknaturalism)的本体论立场,即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对象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没有大到需要在两个领域采取完全不同

的理论化方法的地步,社会科学也可以参照自然科学的理论建构过程,形成类

似的“科学理论”.⑤

沃尔兹界定的理论是一幅在学者脑海中“形成的有关特定领域或活动领

域的图画.理论揭示了这个特定领域的组织方式及其中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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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① 沃尔兹所说的“特定领域”(boundedrealm)是指一个具有清晰且明确

界限的研究领域,将这个特定领域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是构建理论的首要

前提.他设想的理论在具体形态上与“图画”相类似,能够展示出“各组成部分

之间的联系”,而这点体现的是一种模型式的理论观,即理论类似于一套结构

清晰且各组成部件间联系紧密的模型,揭示出特定领域的组织原则,从而可以

对现象反复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② 按照沃尔兹的看法,这种模型式的理论有

两项主要特征:一是简洁(simplicity),二是优雅(elegance).③ “简洁”是指理论

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原样复制或等比缩放,而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关键要素

并重新组织得到的结果,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具有十分简洁的形式,甚

至可以用一种“有机式的、机械式的、数学式的”模型的形态呈现出来.④ “优
雅”意味着,在满足简洁性的同时,理论可以对研究对象做出“一般性的解释和

预测”,而这种“一般性”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对象并非特定的外交政策

或国家间关系问题,而是“国际体系”这一相对独立领域的组织原则,即以无政

府状态和国家间力量分布为表征的组织原则.⑤

沃尔兹的理论观本质上参照的是自然科学中有关理论的标准,这点不仅

体现在他对理论的性质和形态的界定上,也体现在沃尔兹设定的国际关系理

论的目的上.沃尔兹指出,理论的最基本作用是进行解释和预测,但最终目的

是要实现某种控制,控制是要比预测更能够体现人类主动性的活动.⑥ 确切地

说,预测可以基于经验性规律做出,但仅凭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的规律,人们

最多只能知道将发生什么,却无法改变事情发生的轨迹.与此相反,如果理论

能够揭示出规律发生的原因,阐明现象背后的运行机理,那么,人们对事件进

行控制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可以通过对条件的调节得到预期的结果.⑦ 尽管

沃尔兹最初对符合科学标准的理论信心满满,但自从他的理论创立以来,几乎

所有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不仅在预测上备受质疑,更没有达到实现控

制的要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沃尔兹对其理论观进行重要修正,大大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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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论的“预测”和“控制”的功能,转而强调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才是理

论的最主要作用.①

沃尔兹认为理论是一种简洁优雅的模型,这种理论与按照“经典路径”构
建的理论性质和形态大相径庭,但是,当他转向理论的构建时,却明确地显示

出对于“经典路径”的依赖.从严格意义上说,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理论,需要

完成从积累经验性事实到揭示组织性原则的跨越,这一质变过程中的关键就

是对经验世界进行简化,具体步骤包括:首先,对研究领域进行“分离”;其次,
通过“提取”与“聚合”发现经验现象中的重要因素并加以组织;最后,通过“抽
象”建立起一种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模型.② 尽管这些具体的步骤足够清

晰,但却无法回答简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鉴于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往往是

“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事物间关系”,那么,如何才能识别出那些复杂的经验现象

中的“最重要趋势”和“主导性动力”呢?③ 事实上,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理论的

过程,绝非像定义得那么简单明了,沃尔兹将理论的构建过程概括地称为是一

种“创造性过程”,他明确指出,漫长而痛苦的试错过程不一定能够产生理论,
除非在理论构建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某种“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④

从严格意义上说,“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的,恰
恰是“科学路径”的实践者从来没有明说的理论源泉———对“经典路径”的依赖

和运用.事实上,沃尔兹在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正是有赖于“经
典路径”推崇的那种对判断力的运用:从既往的国际思想中获得灵感,从而在

辨别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他的理论.沃尔兹指出,“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

法”的获得,有赖于研究者对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梳理和扬弃性继承,
因为那些古典政治思想家思考的问题通常都具有某种永恒性,因而“能帮助我

们获得构建国际政治理论必需的那种灵感”.⑤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所说的

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既不是用来佐证假定的材料,也不是用来获取数据的资料

库,相反,这种思想直接构成了他理论的最核心思想的直接来源.沃尔兹对

“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的运用及实际效果,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他所创

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分析基础,几乎都来自对１７世纪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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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对理论主要功能的修正,参见KennethWaltz,“EvaluatingTheories,”TheAmericanPolitiＧ
calScienceReview,Vol．９１,No．４,１９９７,pp．９１４Ｇ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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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pp．９,６８．
Ibid．,p．９．
吴征宇:«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１页.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梳理和创造性借鉴.①

就思想基础而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及

其影响,与１７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首创的“自然状态论”一脉

相承.这点集中体现在沃尔兹借鉴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thedomestic
analogy)推论.② 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在缺少一个公共政府或一个公

共权威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

战争状态”.通过将自然状态中个人间关系类推至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关系,

霍布斯指出,国家间由于缺少一个国内政府那样的国际政府,无政府状态中的

国家间关系也必然呈现出一种类似自然状态中个人间关系那样的漫长持久的

敌对状态即战争状态.这就是霍布斯首创的国际政治的“国内类比”.③ 沃尔

兹的理论非常完整地借用了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推理模式,将无政府状

态中的国家类比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将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关系类比于无政

府状态中的国家关系,即由于国家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威,国家将处于

一种持续的战争状态中,由于战争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国家最好的生存策略就

是自助.④ 无政府状态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首要的结构要素,这体现出沃尔兹

深受自霍布斯以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沃尔兹最重要的贡献实际上

不是在于理论的实质,而在于理论的形式,他以一种符合“科学路径”标准的理

论形式阐述或重述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及其影响.⑤

就分析基础而言,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构建成功的前提,是他对国际

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thelevelofanalysisissue)展开研究,这项研究也

有赖于对经典政治哲学思想的梳理和借鉴.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沃尔

兹１９５９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首先对层析分析问题的解决做出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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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① 沃尔兹在书中首次对历史上有关战争起源与和平条件的解释进行了

系统梳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三个意象”(即人性、国家、国际体

系)理论.沃尔兹提出的“三个意象”不仅使长期困扰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分

析问题有了实质突破,而且奠定了沃尔兹对体系理论和简化理论进行区分的

基础,这种划分也是他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必要前提.② 沃尔兹的“三个

意向”和怀特的“三大传统”在理论构建方式上是相通的,都是先对经典政治思

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再根据解释来源层级或是基本解释取向的不同对

其进行归纳和分类,然后从中总结出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做出解释的“意向”
或“传统”.③ 这也是为什么布尔在１９６６年将沃尔兹与阿隆和霍夫曼并列为

“经典路径”的代表性学者.上述分析反映出,即便在“科学路径”最杰出的代

表肯尼斯沃尔兹那里,“科学路径”也无法单独承担理论构建的任务,当理论

家需要为认识世界政治提供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一般性分析时,他们难以摆脱

经典国际关系思想提供的理论源泉.④

在理论上,“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两者间既有显著差异,却又存在难以

割裂的联系,这两种路径的首要差异在于它们构建的理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

形态.“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表现为一种哲理性思想,由一套连贯有序的命

题组成,展示出研究者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思考,不确定性及一定程度上的

模糊性正是其内在特征;“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由一整套密切联系且清晰扼要的命题或假说组成,揭示出研究领域的组织原

则和内在逻辑,简洁优雅是其突出特征.这两种理论具体形态的不同,很大程

度上源于两者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理论的主要目的有不同的认识.“科学路

径”的实践者坚持自然主义的本体论观点,将自然科学的理论观诉诸国际关系

研究,即强调理论旨在实现预测甚至于控制的目的,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清晰

明确的理论模型;“经典路径”的实践者则顺应国际关系领域特殊的复杂性,强
调理论不仅旨在对国际关系的进行解释,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人们对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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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力,其形态普遍呈现为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性思想.

虽然“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在具体形态上有很大区别,但
由于这两种路径在长期发展中互相影响,按照这两种路径构建的理论在不同

程度上兼容了彼此的一些特征.这种兼容的具体表现是两者都认为国际关系

理论的构建应该符合科学哲学的标准,即理论必须提供连续、准确、有序的知

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路径的实践者虽然都谈论科学哲学,但他们对其内

涵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科学路径”实践者希望国际关系研究能尽可能地贴近

自然科学的标准,“经典路径”实践者认为,提高研究的清晰性和准确度便是践

行科学的内涵.① 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虽然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但布尔在１９６６年则指出“科学路径”的缺陷:首先,“科
学路径”的实践者由于坚持以“逻辑和数学的证据或严格的经验检验程序”来
研究国际关系,其构建的理论往往偏离国际关系的本质问题,而将注意力倾注

在那些边缘性问题上,这点从长远看势必损害国际关系理论的健康发展;其
次,“科学路径”实践者由于在理论构建中要依赖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

和借鉴,他们得出的许多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真知灼见,可能往往超出了

“科学路径”的范畴,而是不自觉地运用“经典路径”得到的结果.②

四、对“第二次论战”的反思

“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本质上是指国际关系宏观理论构建的两种不同

途径,仅从学理上讲,这两种路径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高下之分,但实

际情况却与此相反.由于美国学界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及美国的战后世界领导

地位,近４０年来,“科学路径”始终都占据着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主导

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经典路径”的地位和效用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科学路径”实践者称其对理论的定义反映了科学哲学的要求,并且以此作为

评判理论合理性的唯一标准,即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除非满足了“科学路

径”对理论的定义,否则便不能被称之为称为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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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Studies,Vol．２４,No．３,１９９８,p．３８４;HedleyBull,“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nAcademicPursuit,”
p．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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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提倡的那种哲理性思想形态的理论,往往被斥之为一种“理解、哲学和历

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但问题是,科学哲学研究界实际上一直围绕“科
学”的内涵争论不休,“科学路径”实践者援引的“科学标准”实际上并没有通常

人们想象得那种非常牢固的根基,而这点也就意味着,以某种单一的科学哲学

标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合法性的依据可能是不够的.①

确切地说,“科学路径”对理论的定义反映的是自然科学式的理论观,是一

种特定的实证主义形式理论.然而,当这种形式的理论将类似国际关系的历

史生成和规范演进之类的重要问题排除在外时,这种单一性理论观的合理性

往往也会受到侵蚀.一般来讲,对简约的理论形态的追求不应以牺牲国际关

系的丰富内涵为代价,理论的合理性应该由它们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中的实

际作用而非是具体形式来决定.布尔曾经对“科学路径”做过一个简单的判

断,他说这种路径将会使研究者越来越偏离对中心问题的探究,转而越来越倾

向于那些边缘性问题.事实上,这个判断已经逐渐被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研究

面临的危机证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忽视中心问题而注重研究技术,造成过头的

“假设—检验”(hypothesisＧtesting)式研究,这些注重对经验性细枝末节的研究

不仅无法帮助人们提高对国际关系的认识,甚至也远远达不到沃尔兹所界定

的科学理论的标准.② 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出“科学路径”实践者面临的困境,
即“科学路径”并没有因为诉诸科学哲学而变得更加坚固有效,相反,科学哲学

的要义只是要通过更清晰地揭示研究的思维过程,为研究者在知识生产方面

提供帮助.
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第二次论战”的再考察表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既

非是具有单一且固定内涵的概念,同时也不应以纯粹的实证科学标准衡量其

合理性.“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代表了理论构建的两种逻辑,两者在发展

过程中分别汲取了对方的部分特征,两者就实质而言并没有高下之分,研究者

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从中选择合适的理论化路径.本文无意低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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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Waltz,“EvaluatingTheories,”pp．９１５Ｇ９１６;OleWæver,“WaltzsTheoryofTheory,”pp．２０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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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价值,尤其就当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而言,主要问题并不是科

学意识过头而恰是科学意识不足.本文的目的是希望破除科学主义的迷思,

并指出那些按照“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从根本上说具有同等程

度的合理性.“经典路径”最突出特征是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发掘和利用,

而其特殊魅力在于使国际关系理论吸收了经典思想的独特优势,这不仅增强

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向度,且扩大了对规范问题的包容度及为跨学科的理

论研究提供了坚实平台.

首先,“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不仅吸收了经典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历史教

益,还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国际关系的变动性和连贯性,从而赋予其思想难能可

贵的历史意识.国际关系思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反映了历史上亲身参与

国际实践的思想家们对国际问题进行思索而留下来的精神遗产,这些思想大

部分地反映出前人运用思想智慧分析那些有先例可循的问题的基本路径,是

任何当代理论研究者都无法忽略的宝贵思想财富.确切地说,经典国际关系

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呈现前人对相似的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思考脉络,从而

使当代人不至于认为自己正在面临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全新问题,这种认识

可以帮助祛除那种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独一无二问题的“自大情绪”和“自怜

情结”.①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通过“经典路径”构建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

的复兴,显示出思想传承和历史教益所具有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经典现实

主义思想可追溯至修昔底德,经过２０世纪中期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

乔治凯南的发展形成稳固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尽管以“科学路径”构

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曾一度压倒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但是,由于结构现实主

义理论在发展方面面临的逻辑困境,以及简洁的理论形式在解释现实方面的

局限性,使得学者提倡现实主义者应该重新回到经典现实主义的路径.② 后者

虽然不能产生如结构现实主义那样“优雅的理论”,但是通过对历史经验、国内

国际因素、甚至特定情形下偶然性的重视,可以为理解世界政治和治国方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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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２,２０１３,pp．１５９Ｇ１８３;JohnJ．Mearsheimer,“RecklessStatesandRealism,”InternationalRelations,
Vol．２３,No．２,２００９,p．２４７.



供一种“有分寸的一般性路径”.①

其次,由于哲理性思想是理论的载体,“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往往可以同

时容纳对经验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从而弥补“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

缺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经验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前
者关注可直接观察的基本事实,后者则关注事实的规范基础和价值意义,两者

间难以完全地分割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日渐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研究

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集中关注前一领域,而忽视后一领域,规范性研究的

重要性与合理性在实证主义标准笼罩下被大大低估.然而,实证主义的做法

只是通过默认某种规范前提对这类问题避做处理,这不意味着规范性问题不

值得讨论.无论是对国际正义与非正义、人权与不干涉规范、国际行为合法性

等实际规范类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化尝试,还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性前提

(即每一种理论都明示或隐含的“应该怎么做”的内涵)所进行的探讨,国际关

系理论的规范研究都离不开对观念谱系演进的梳理,以及对思想辩论的总

结.② “经典路径”由于自身的思想性特征,天然适合对这类问题进行讨论,从

而可以以一种探寻的方式,在“探寻、澄清、再表述和尝试性回答”的基础上对

这类问题进行理论化.③

最后,国际关系思想的渊源表明,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

等同源学科有密切联系,从这些学科交汇处的国际关系思想入手,可以为跨学

科性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以国家间战争与和平问题为例,该领域不

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国际关系与各同源学科交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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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路径的提倡,参见JonathanKirshner,“TheTragedyofOffensiveRealism:
ClassicalRealismandtheRiseofChina,”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１８,No．１,p．
５７.与«国际政治理论»同一时期问世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不仅具有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还
采取了“经典路径”构建理论的方式,罗伯特吉尔平重视早期思想家的洞见,认为理论建立在“对历史经验

的总结”基础上,体现为关于“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框架”,参见 RobertGilpin,“Introduction,”Warand
ChangeinWorld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１;JonathanKirshner,“GilpinApＧ
proachesWarandChange:aClassicalRealistinStructuralDrag,”inG．JohnIkenberry,ed,Power,OrＧ
de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pp．１３１Ｇ１６１.

“英国学派”学者对规范性问题的研究反映了“经典路径”的一般特征,参见 R．J．Vincent,NoninＧ
terventionandInternationalOrder,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４;R．J．Vincent,Human
Right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６;RobertJackson,The
GlobalCovenant:HumanConductinaWorldofStat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０;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对规范性前提的重视,参见ChristianReusＧSmitandDuncanSnidal,“BetweenUtopiaandReality:
ThePracticalDiscours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ChristianReusＧSmitandDuncanSnidal,eds．,The
OxfordHandbookofInternationalRelations,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pp．３Ｇ４０．

HedleyBull,“InternationalTheory:TheCaseforaClassicalApproach,”p．３６６．



学科研究可以进行融合的领域.针对这一主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试图总

结出理解战争变革与秩序生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而国际法学研究者有关战

争法和约束性规范演进的研究,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历史上战争与和平问题思

想流派的梳理,都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可以吸收借鉴的智识资源.① 近十余年

来,国际法研究的历史转向和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进一步为交叉学科的国

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条件.②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没有明确边界,而处于持

续变动之中,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契合国际关系本身的性质.“经典路径”的代

言者布尔就曾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从其起源之初就是跨学科性质的(即与

历史学、国际法、政治哲学有密切联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关于国

际关系的跨学科属性的讨论并非标志着一项全新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经典路径”的回归.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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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tephenC．Neff,JusticeamongNations:AHistoryofInternationalLaw,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StephenC．Neff,WarandtheLawofNations:AGeneral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MichaelW．Doyle,WaysofWarand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NewYork:W．W．Norton& Company,１９９７．

国际法研究的历史转向,参见 MarttiKoskenniemi,TheGentleCivilizerofNations,TheRiseand
FallofInternationalLaw１８７０Ｇ１９６０,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BardoFassbender
andAnnePeters,eds．,TheOxfordHandbookoftheHistoryofInternationalLaw,Oxford:OxfordUniＧ
versityPress;思 想 史 研 究 的 国 际 转 向,参 见 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of ModernInternation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

有关国际关系学学科属性的讨论,参见 ChrisBrownandKirstenAinley,Understanding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３rdedition,Hampshire: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５,pp．１Ｇ１８;JustinRosenberg,“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sinthePrisonofPoliticalScie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３０,No．２,２０１６,pp．１２７Ｇ
１５３.


